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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

李工真

摘　要：１９３３年后为逃离希特勒魔掌而流亡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们，准时地完成了一场早在２０年代中后期

就已悄然开始的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这场转移是通过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体逐步瓦解、人才不断外流，

美国的物理学科稳步发展、力量不断得到补充为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

们向西半球美国的转移，为美国的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地位的确立起到了最终定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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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刚上台不过两个多月的希特勒政权，以种族和政治原因为由，通过 《重设公职人
员法》，开展了一场 “文化清洗运动”。这场运动在整个第三帝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导致了２　４００多名
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遭到驱逐。在逃离纳粹德国的１　４００多名流亡科学家中，有１　０９０
名流亡到了美国，他们当中约有１００名是物理学家。然而这场发生在他们个人身上的德国悲剧，却一变而
成为了对他们的客居国美国的一场始料未及的幸运［１］（Ｐ１７０）。因为正是他们，为美国物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的智力支持，从而将美国迅速送上了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的位置上。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们并非来到了一个科学上一团死水的国家，

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国家作为流亡的客居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美国科学同仁的素质以及美
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作环境的吸引，并看到了这个国家未来科学发展上的光明前景。本文将通过对

１９３３年前后美、德科学界局势的相反发展，以及德国物理学家流亡美国的重大意义的研究来证明：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美国的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随之带来的自然科学上的快速发展，是德国流亡
物理学家与他们的美国新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共栖性是不容分离的。正是这种共栖
性，才导致了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生了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

一、物理学国际化运动的发展与美国物理学的快速进步

自１８１５年以来，美国的高校一直是以 “现代教育之父”威廉·冯·洪堡所开创的德国现代化大学体
制为榜样，甚至连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体制也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当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德国取代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时，美国在科学和教育方面还只能算是德国的学生。那时美国
的青年才俊也是以能到德国的大学留学而感到自豪，仅在１８１５年至１９１４年的这１００年里，德国就为美国
培养了１万名博士。然而人们惊奇地发现：当１９３３年德国政局发生剧变后，美国却成为了所有那些以追
求科学成就为第一目标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们最为理想、最为自然的选择。这种变化有着相当复杂的原
因，它首先涉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物理学国际化运动对美国的深刻影响。

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物理学成为了自然科学领域中最为活跃的学科。走在科学发展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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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德国以及欧洲的物理学家们已经对物理学概念的根本性转变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预见到即将出现种
种新发展与新变化。这些物理学家以及他们的弟子们经常处于国际性的交往与交流状态中，慕尼黑、莱比
锡、哥廷根、莱顿、苏黎世、剑桥、哥本哈根以及柏林等地的大学和实验室成了他们旅途中主要的 “停靠
点”［２］（Ｐ１９３）。借助于研究基金与奖学金，他们从一个研究中心转向另一个研究中心，并从中发展出一种被
称之为 “流动研讨班”的特殊形式。正是在这种流动中，埃米利奥·Ｇ·赛格雷 （Ｅｍｉｌｉｏ　Ｇ．Ｓｅｇｅｒè）在汉
堡和阿姆斯特丹拜访了奥托·斯特恩 （Ｏｔｔｏ　Ｓｔｅｒｎ）和皮特·齐曼 （Ｐｉｅｔｅｒ　Ｚｅｅｍａｎ）；弗兰科·拉塞蒂
（Ｆｒａｎｃｏ　Ｒａｓｅｔｔｉ）在柏林和美国加州的帕萨丹纳拜访了丽丝·梅特纳 （Ｌｉｓｅ　Ｍｅｉｔｎｅｒ）和罗伯特·Ａ·密立
根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Ｍｉｌｌｉｋａｎ）；埃多阿尔·阿玛尔蒂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Ａｍａｌｄｉ）在莱比锡拜访了彼得·德拜 （Ｐｅｔｅｒ
Ｄｅｂｙｅ）；恩里科·费米 （Ｅｎｒｉｃｏ　Ｆｅｒｍｉ）本人也穿越大西洋来到密歇根大学讲学，作为 “回报”，罗马也
变成了 “主人”，欢迎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其他物理学家［２］（Ｐ１９４）。
美国物理学家也同样是这种 “流动研讨班”的积极参与者。自１９２５年以来，欧洲出现了许多美国青

年物理学家的身影，仅在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９年间，就有３２位美国年轻的物理学者曾在作为 “世界量子物理
学中心”的德国学习过，他们是由古根海默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 “访问学者计划”资助的，其中包
括埃德温·Ｃ·肯布尔 （Ｅｄｗｉｎ　Ｃ．Ｋｅｍｂｌｅ）、爱德华·Ｕ·康登 （Ｅｄｗａｒｄ　Ｕ．Ｃｏｎｄｏｎ）、霍华德·Ｐ·罗伯
逊 （Ｈｏｗａｒｄ　Ｐ．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惠勒·卢米斯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Ｌｏｏｍｉｓ）、罗伯特·奥本海默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ｅｒ）、威廉·Ｖ·豪斯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Ｖ．Ｈｏｕｓｔｏｎ）、莱纳斯·Ｃ·鲍林 （Ｌｉｎｕｓ　Ｃ．Ｐａｕｌｉｎｇ）、朱利叶斯·斯特
拉顿 （Ｊｕｌｉｕｓ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以及威廉·Ｗ·沃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Ｗａｔｓｏｎ）等人［２］（Ｐ１９５）。
这种广泛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物理学的 “自我改进”运动。这场运动发端于加州理工学院，罗伯

特·Ａ·密立根教授在此主持了帕萨丹纳科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到２０年代末，他已将不少在德国这个世
界物理学研究中心有访学经历的美国科学界新人吸纳进这个团体，其中有罗伯特·奥本海默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ｐ－
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莱纳斯·Ｃ·鲍林 （Ｌｉｎｕｓ　Ｃ．Ｐａｕｌｉｎｇ）、威廉·Ｖ·豪斯顿，以及来自德国的著名物理学家
保罗·爱泼斯坦 （Ｐａｕ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以及弗里茨·兹维基 （Ｆｒｉｔｚ　Ｚｗｉｃｋｙ）等人，从而使这个中心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物理学研究团体。不仅是加州理工学院，伊利诺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建立
起自己的物理学教学和研究中心。在伊利诺斯大学，惠勒·卢米斯主持了物理系的发展，而普林斯顿大
学，在霍华德·Ｐ·罗伯逊与卡尔·Ｔ·康普顿 （Ｋａｒｌ　Ｔ．Ｃｏｍｐｔｏｎ）的领导下，制定了提高物理学教学和
科研水平的发展计划，并于１９３０年从德国汉堡大学吸纳了年轻的 “世纪天才”约翰·冯·诺伊曼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加盟［２］（Ｐ２００）。
考虑到美国的这些研究机构都远离欧洲老牌的研究中心，这些美国物理学界的领导人便热情邀请了一

大批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前来美国进行讲学活动，此举无疑带来了大西洋两岸更加频繁的学术交
流。例如，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３３年这１２年间，就先后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玛丽·库
力 （Ｍａｒｉｅ　Ｃｕｒｉｅ）、弗朗西斯·阿松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ｓｏｎ）、亨德里克·洛伦兹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Ｌｏｒｅｎｔｚ）、尼尔斯·

Ｈ·Ｄ·波尔 （Ｎｉｅｌｓ　Ｈ．Ｄ．Ｂｏｈｒ）、奥斯卡·克莱因 （Ｏｓｋａｒ　Ｋｌｅｉｎ）、彼得·德拜、马克斯·玻恩 （Ｍａｘ
Ｂｏｒｎ）、埃尔温·薛定谔 （Ｅｒｗｉｎ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詹姆斯·弗朗克 （Ｊａｍｅｓ　Ｆｒａｎｋ）等３１位世界一流的物理
学家先后访美。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来访不止一次，有的人甚至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美国的大学服务一学
期或是一年［３］（Ｐ１７－２６）。
在此，还必须提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促进物理学的国际化以及美国物理学的 “自我改进”运动所作的

贡献，它涉及七方面的内容：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ＮＲＣ）为１９０名美国
研究员提供了基金项目支持，专门用于物理学研究，其中许多人后来在世界领域里占据了领导者的地位。
二、自２０年代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２　０００万美元在普林斯顿、伯克利、芝加哥、哈佛等大学设立
物理学研究教学中心。三、当量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开始在欧洲形成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及时提出访问学
者计划，鼓励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四、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５００万美元，为美国近

１５０所大学和研究所的至少２０％的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在内，提供前往外国访学的资助。五、从１９２４
年至１９３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将１　０００项研究基金项目授予了美国以外的科学家，其中有１８７项授予了

１３个国家的物理学家，他们当中的１／３来到美国工作。六、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大力资助国际性的个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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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７年，有９３项这类性质的资助授予了物理学家。七、洛克菲勒基金会还特别资
助了大型的科学仪器设备，包括在原子核物理和生物医学领域中开辟新纪元的粒子加速器［１］（Ｐ１７６－１７７）。这
些显示出这家基金会领导者的聪明睿智，以及为促进国际交流和增强美国科学潜力所做的突出贡献，而这
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的私人基金会组织都做不到的。

１９２９年，德国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维尔讷·海森堡刚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后不久，便得到洛克菲勒基金
会的资助，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在这些大学里，他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量子物理学原理的演讲，引起了美国听众们的强烈反响。为此，他大发感慨：“新世界
从一开始就对我施了魔法，年轻人无忧无虑的态度，他们勇往直前的热情和好客，他们积极的乐观主义精
神，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非常放松。人们对原子理论的兴趣显然十分强烈。”［４］（Ｐ９４）要知道，当时他在莱比
锡大学的原子理论课程的课堂上，只有一名学生！海森堡还注意到德、美大学之间的另一种差别：“在美
国，当许多年轻人扑向新的量子物理学时，他们显然无需担心年长的导师会对新观点产生不信任或不愉快
的感觉，因为美国老一代的物理学家不仅接受过经典物理学的训练，而且也受到了实验物理学的熏陶。因
此，不仅这些美国年轻人想完成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工作是非常独立的，而且他们勇于冒险的计划
往往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所有这些，在当时的德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４］（Ｐ９６）正因此，美国的研究机构
能够步步紧跟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以至于到２０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欧洲物理学博士选择做博士后工作
的地点是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到１９３３年，美国已有１　３００名物理学博士，并开始办起英文的物理学期
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德文物理学杂志和期刊来发表论文的局面［２］（Ｐ２０１）。
总之，美国年轻物理学家的数量和素质，以及美国研究机构支持的背景及其规模，表明这个国家已做

好了成为 “欧洲智力接收站”的准备。这个国家正在实现罗伯特·Ａ·密立根１９１９年的那个预言：“不要
多少年，我们将身处于全新的科学国度，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在我们领导者的鼓舞下，共享我们的发
展成就。”［５］（Ｐ１６９）

二、德国物理学家共同体的分裂与人才外流

就在美国的物理学科不断获得发展的同时，德国科学界的氛围却正在经历一场相反的转变。美国科学
家莱斯利·Ｃ·邓恩 （Ｌｅｓｌｉｅ　Ｃ．Ｄｕｎｎ）曾在１９２７年对德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归国后他这样讲道：“看来，
在现在的德国，年轻人在所有科学领域里从事研究的机会十分有限。这部分是由于攻读自然科学的学生在
获得学位方面的速度明显快于学术机构、技术市场的吸收速度。因此，年轻的德国研究生都倾向于出国，
而且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２］（Ｐ２０２）事实上，不仅是科学力量的产出与学术机构、技术市场的吸收之间的
矛盾导致了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外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有可能支持科学进步的任何政治稳
定性的前景。因为在一战战败后的 “魏玛时代”，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正处于一种 “凡尔赛综合症”的笼罩
之下，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短短１４年间就出现了１６次政府更迭，高校
中的反犹主义开始抬头，整个德国科学界的气氛已经变味了。
后来流亡美国的有犹太血统的著名物理学家汉斯·Ａ·贝特 （Ｈａｎｓ　Ａ．Ｂｅｔｈｅ）１９６７年在接受采访时

这样回忆道：“我的许多同事和教授都是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他们除了谈论德国的荣誉以及它在凡尔
赛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外，什么也不谈。所以我发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德国生活中，工作之外的任
何方面都是令人不快的。我还发觉，我不能与任何人谈论政治，在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掩饰自己的观点。
他们都在报怨，他们不满一切。因此，我只有一个很小的朋友圈，大概有２、３个人，除此之外，我只能
感到我与周围的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２］（Ｐ２０３）

德国物理学家共同体的分裂早就开始了，它是沿着犹太物理学家与日耳曼物理学家之间那条种族界线
裂开来的。人们不仅能在汉斯·贝特身上，更能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身上看到这种早期迹象。

１９２１年春，爱因斯坦头一次访问美国，他参观了许多美国大学，美国年轻科学家们的自然风格和不
受抑制的研究使他对美国科学的前景大抱希望，因此他将他们称之为 “年轻、敏锐的科学家，如同尚未冒
烟的烟斗”［６］（Ｐ１８６）。同年６月回到德国后，爱因斯坦发表了 《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一文，其中谈及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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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六点见解：一、“与影响广泛的旧习相反，在美国，不存在经典的先入为主，而是一种具有理想的
前景”；“知识和公正比财富和地位更为人们所尊崇。”二、“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其优越性影响到日常生活
的各个层面：他们制造的东西更结实，房子的设计也更实用”。三、美国人是 “友好、自信、乐观，而没
有嫉妒心的”。“那种对生活的乐观、积极的态度打动着来访者。”“欧洲人会发现，与美国人打交道非常容
易。”“美国人为未来而生活，而生活对他们而言总是在开始，而不是在进行。”四、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
样个人主义，他们 “将更多的重点放在我们上，而不是我上”，因此，他们 “关于生活上、道德上、审美
上的观点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五、美国的 “社会良心相当突出。例如，他们为慈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六、“我对美国的高校和科学研究成就怀有热烈的崇敬之情。如果将美国日益增长的科研实力仅仅归因于
财富上的优越，那是不公平的。奉献、耐心、友爱和合作精神在它的成功中意义重大”［７］（Ｐ１９）。
在这次对美国的访问中，爱因斯坦也感受到了那种完全不同于德国的科学气氛。自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

的论文发表以来，他所提出的相对论原理在德国遭到了要 “维护日耳曼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约翰内斯·
斯塔克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ｔａｒｋ）、菲利普·勒纳德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Ｌｅｎａｒｄ）等人的恶毒攻击，但是，“美国人在这方面
的工作表明了一种对相对论严肃的理解，这种理解比欧洲许多更为著名的科学家都早得多，此外还显示出
一种特有的急迫感和勇敢精神。例如，美国的物理学家是最先对相对论作实验上的验证的，当这一理论得
以证明后，也是最真诚地接受它的。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去的理论将被抛弃，而在这一点上，许多法国和英
国的科学家花了很长时间也未能做到。”［１］（Ｐ１７３）美国物理学家的实用主义也是 “反形而上学”的美国风格的
一部分，它与德国２０年代的科学界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归国后的爱因斯坦却在自己的祖国遭到了冷遇甚至是仇恨。他在美国的大受欢迎，反而使在德

国的对手们更为愤怒。这些对手将他视为战争结束不到３年时间就访问 “前敌国”的 “不抵抗主义者”、
“国际主义者”、“挑战常识的形式主义者”、“非国教徒”、“宗教怀疑论者”、“犹太人”，以致这位２０世纪
最伟大的科学家，发出了 “不想在德国再呆１０年”的感慨［６］（Ｐ１７８）。１９２２年，随着有犹太血统的魏玛德国
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ａｔｈｅｎａｕ）的被刺，已有消息传来，同样有犹太血统的爱因斯坦将是
纳粹恐怖分子下一个将要行刺的目标，这成为他选择在这一年离开德国前往远东日本和巴勒斯坦进行一次
远程旅行的真正原因。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样，我就可以远离与日俱增的危险。”［８］（Ｐ９）

因此，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早在１９３３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德国犹太物理学家向美国移
民的趋势，他们数量相对较少、但质量十分可观，其中包括这样一些著名人物：Ｗ·Ｆ· 施万
（Ｗ．Ｆ．Ｓｗａｎｎ，１９１３），Ｌ·西尔伯斯坦因 （Ｌ．Ｓｉ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２０），Ｐ·爱泼斯坦 （Ｐ．Ｅｐｓｔｅｉｎ，１９２１），

Ａ·Ｌ·胡格斯 （Ａ．Ｌ．Ｈｕｇｈｈｅｓ，１９２３），Ｈ·米勒 （Ｈ．Ｍｕｅｌｌｅｒ）和 Ｆ·兹维基 （Ｆ．Ｚｗｉｃｋｙ，１９２５），

Ｋ·Ｆ·赫尔茨菲尔德 （Ｋ．Ｆ．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１９２６），Ｓ·Ａ·高德斯密特 （Ｓ．Ａ．Ｇｏｕｄｓｍｉｔ）和Ｇ·Ｅ·温伦贝
克 （Ｇ．Ｅ．Ｕｎｌｅｎｂｅｃｋ，１９２７），Ｌ·Ｈ·托马斯 （Ｌ．Ｈ．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２９），Ｇ·Ｈ·迪克 （Ｇ．Ｈ．Ｄｉｅｋｅ）、

Ｍ·戈帕尔特 （Ｍ．Ｇｏｅｐｐｅｒｔ）、Ｊ·冯·诺伊曼 （Ｊ．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Ｏ·奥登贝格 （Ｏ．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和Ｍ·
迈尔 （Ｍ．Ｍａｙｅｒ，１９３０），Ａ·Ｒ·拉登堡 （Ａ．Ｒ．Ｌａｄｅｎｂｕｒｇ）、Ｃ·兰索斯 （Ｃ．Ｌａｎｃｚｏｓ）和 Ａ·兰德
（Ａ．Ｌａｎｄé，１９３１）［３］（Ｐ２９）。
以上这１８位在１８年间移民美国的物理学家中，就有９位是在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１年这３年间离开德国的。

他们离开的原因在于：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严重局势下，纳粹党不断崛起，德国高校中的反犹太主义浪潮
日益泛滥，而他们都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因此，这些当时还算年轻的编外讲师们，已经看不到自己在
德国的大学里还有科学事业上的发展前途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出走与后来流亡科学家们的出逃具
有某种原因上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这些年轻科学家们是自己主动离开德国的，而后来的流亡科学家们
则是被迫离开德国的。事实上，前者的出走与后者的出逃之间本身具有一种局势发展上的连续性。由此可
见，这个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德国物理学家共同体在１９３３年的最终解体，绝非 “一日之寒”。

三、德国犹太物理学家的流亡与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向美国的转移

过去的人们往往认为，当一个国家经历其自身政治体制和理念的剧变时，自然科学家应该会是最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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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波及的，因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可以远离政治的，而且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家的成就是建立在国
际化和跨文化的认同基础上的，也是为科学证明的一致性所保证的。然而整个世界在１９３３年都见证了这
一点：那场纳粹党在德国夺权的政治剧变，从一开始就掀起了一场对有犹太血统的自然科学家的大迫害。
随着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 《重设公职人员法》的出台，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所有有犹太血统的科学

家就被从德国的大学或研究所中尽数清除出去。到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
师岗位中的４５％，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９］（Ｐ４１－４２）。
当德国物理学界中那些 “雅利安血统”的科学家看到自己的犹太同事遭到解聘而被迫流亡时，几乎都

选择了保持沉默［１０］（Ｐ２０）。对此，英国学者洛德·伯肯黑德 （Ｌｏｒｄ　Ｂｉｒｋｅｎｈｅａｄ）这样谴责道：“在已知的例
子中，没有任何一位 ‘雅利安血统’的物理学教授和化学教授对纳粹的行动表达过公开的反对。当形势还
尚未危及科学界权威人士的时候，以马克斯·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特为首的科学家们，就选择了不理睬
日益泛滥的恐怖，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护自己的特权上。”［１０］（Ｐ２１）

当然，这样的评价只对一个人是例外的，他就是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面对被解聘的犹太
科学家纷纷流亡海外的局面，这位１９１４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勇敢地站了出来，向纳粹当局抗议这场 “文
化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然而希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
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
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１１］（Ｐ１１２）

就在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体最后瓦解，遭到驱逐的德国犹太物理学家被迫流亡，德国正在丧失它的世
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地位的同时，美国的物理学研究却一直处于稳步的发展之中，不仅在物理学的理论与实
践之间取得了平衡，而且还有足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职业化的社会群体以及大批的研究出版物。尽
管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但物理学在智力上、制度上、财政上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许多关键性的实
验设施已达到世界一流，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与合作仍在开展，标志现代美国特色的理论与工业的
结合已崭露头角，这对于那些希望将技术转化运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们来说，是一种相当具有吸
引力的潜在优势。
当１９３３年４月这股德国科学家难民的流亡潮开始涌动时，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们便在同年５月成立了

“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其宗旨是：“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德国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们
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１２］（Ｐ６０）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多家私人基金会开始
提出种种援助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计划，那些曾在德国留过学的美国科学家此时都成为了聘用德国流亡科学
家的积极分子，而那批１９３３年以前移民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已经开始领导美国的物理学领域了，这自然
为美国科学界接纳眼前这支数量更为庞大、也更为卓越的德国物理学家的流亡队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避难所的寻求以及他最终定居美国，为研究３０年代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由德

国向美国的转移提供了一面极好的镜子。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上台掌权之时，５４岁的爱因斯坦正在专
注于他的一般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并在美国访问。同年３月１０日他在美国西部城市帕萨丹纳发誓：
“只要纳粹掌权，我将永远不再回到柏林大学和威廉皇家科学院的岗位上。”［１］（Ｐ１７１）这一声明也迅速导致了
他被柏林大学、威廉皇家科学院除名，他在柏林的寓所被查封，他的德国公民权被剥夺。而与此同时，比
利时、西班牙、法国、英国、耶路撒冷以及美国的众多大学都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但他最终还是选择
了美国［１３］（Ｐ２１１）。当获悉爱因斯坦即将移居美国，而不是其他愿为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时，法国著名物理学
家保罗·兰格文 （Ｐａｕｌ　Ｌａｎｇｅｖｉｎ）这样评价道：“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其重要程度就如同把梵蒂冈从罗马
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自然科学中心了！”［５］（Ｐ２２１）这一观点也立
即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认同。
爱因斯坦最终定居美国对于这些德国物理学家流亡方向的选择显然具有示范性的意义。随着爱因斯坦

的到来，约有１００名德国物理学家在１９４１年以前相继流亡美国，占所有出逃的德国物理学家中的五分之
四以上。他们当中有９位是当时或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詹姆斯·弗兰克、
古斯塔夫·赫茨 （Ｇｕｓｔａｖ　Ｈｅｒｔｚ）、维克托·Ｆ·赫斯 （Ｖｉｋｔｏｒ　Ｈｅｓｓ），以及奥托·斯特恩、费利克斯·布
洛赫 （Ｆｅｌｉｘ　Ｂｌｏｃｈ）、尤金·Ｐ·维格纳 （Ｅｕｇｅｎｅ　Ｐ．Ｗｉｇｎｅｒ）、沃尔夫冈·Ｊ·泡利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Ｊ．Ｐａｕ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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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Ａ·贝特，再加上欧洲大陆沦陷后来自丹麦的尼耳斯·Ｈ·Ｄ·玻尔和意大利的恩里科·费米、埃
米利奥·Ｇ·赛格雷，仅是这场欧洲科学家难民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１２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当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们在１９３３年后涌入美国时，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了，因为这些

物理学家们能够在 “一种健全的固有成就”的基础上，很快投入到工作之中。正如著名的德国流亡物理学
家维克多·魏茨柯帕夫 （Ｖｉｃｔｏｒ　Ｗｅｉｓｓｋｏｐｆ）后来回忆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身处
于最有吸引力、最有趣、最活跃的社会之中了。我们很快便感受到，那些留在欧洲的人倒更像是难
民！”［２］（Ｐ２２２）

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们的到来无疑推动了美国物理学科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物理学科的发展条
件也造就了这些科学界的 “英雄们”，因为他们已经被他们的美国同行置入到美国最急需的、也是最易产
生学术成果的研究机构中，这自然使他们为人类科学做出贡献的机会大大增加了［２］（Ｐ２２６）。他们很快就在保
卫文明世界、反对法西斯极权主义轴心国战争机器的战斗中扮演起重要角色［１４］（Ｐ１８６）。而这一点在他们为美
国最先研制出原子弹、最先开辟出一个 “大科学时代”的众所周知的历史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
美国给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以新的生命，而他们作为回报，也为之提供了新的智能之

源、新的方法论和新的学术领域，从此，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越来越多地从美国科学界涌现出来。这些科学
上的辉煌成就，正是新、老美国人联盟的产物。
总之，１９３３年后为逃离希特勒魔掌而流亡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们，准时地完成了一场早在２０年代中后

期就已悄然开始的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这场转移是通过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体逐步瓦解、人才不断
外流，美国的物理学科稳步发展、力量不断得到补充为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流
亡物理学家们向西半球美国的转移，为美国的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地位的确立起到了最终定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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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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